
劳动力成本、 倒逼创新与多产品
企业出口动态

———质量选择还是效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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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扩展的 Ｍｅｌｉｔｚ－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模型理论分析基础上， 通过构建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 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与 ＷＩＴＳ 全球关税数据合并数据库， 考察了劳动

力成本上涨对多产品企业创新投入选择及其产品出口动态的影响。 结果显示： 远离

技术前沿阶段， 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的低效率企业会选择效率而非质量创新策

略增强出口竞争力， 通过扩展产品范围并分散出口产品集中度来探索出口可能性边

界以增加出口量而非抬高价格， 从而促进出口销售总额增长； 效率水平跨越一定门

槛后， 准技术前沿企业会选择产品质量创新策略， 通过压缩产品范围并提高产品集

中度来获取现有产品， 特别是核心产品新利润增长点以刺激出口。 加快企业效率跨

越是现阶段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质量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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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 １０ 余年来， 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增长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形势

带来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 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是支撑中国出口贸易

乃至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重要归因。 然而， 我国劳动力要素结构性短缺、 流动

人口极化、 房地产业空前繁荣等现状引起的城市居住生活成本抬高等因素促成了劳

动力成本上涨。 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得出， 异常值处理后

的劳动力成本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０􀆰 ９％， 佐证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事实。 不难

发现， 劳动力比较优势这一传统经济增长驱动力始终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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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但其成本上涨也逐渐呈现出对企业出口贸易乃至中国国内经济的倒逼型转型压

力。 ２０１９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强化质量基础支撑，
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 提高中国制造产品品质。 然而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

的现实背景下， 鲜有文献从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双重层面剖析什么是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质量基础支撑这一实际问题。 其中， 多产品出口企业作为中国出口行为最主

要的执行者 （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１］；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２］； 彭国华和夏帆，
２０１３［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进出口匹配数据库匹配企业中多产品

出口企业累计数量达到 １５０ １４１ 家， 占据整个出口企业数量的 ７７􀆰 ５２％。 这些企业

通常组织多个产品线的生产与销售， 通过确定最优的出口产品选择与产品组合使出

口总利润最大化。 当面对国内经营环境与出口市场行情变化时， 多产品出口企业则

会通过选择质量与效率倒逼式创新投入分配调整产品出口动态以保证企业出口绩

效。 因此， 本文将从多产品出口企业异质性创新投入视角， 沿着 “劳动力成本→
效率 ／质量创新投入选择→产品范围与产品集中度调整→出口量 ／出口价格→出口绩

效” 的传导逻辑刻画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出口动态行为的影响以及动态创新升

级投入选择。 本文对于解释我国多产品企业国际贸易动态和倒逼创新升级机制， 并

进一步阐明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质量基础支撑问题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

实意义。

一、 文献评述

基于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的相关研究始于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Ｍａ （２００７） ［４］， 他们认为

贸易开放行为促进更多企业出口， 但更大的市场规模降低了 “拆分效应” 并扩大了

产品最佳范围， 最终低效率企业退出， 高效率企业生产更多品种。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１） ［５］同样认为贸易自由化引致低效率企业退出， 中等效率企业只服务国内市场，
高效率企业开展出口， 并且出口市场产品质量与性能超过国内供给产品。 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６］发现生产额外一种产品时生产能力与质量下降， 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

存在阶梯。 产品离企业所擅长的核心技术距离越远， 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越低， 进而

产品加成与出口利润更低。 因此， 最边缘的边际产品种类是企业能够实现盈利的底

线。 Ｍａｎｏｖａ 和 Ｙｕ （２０１７） ［７］也证实多产品企业根据产品质量阶梯分配市场， 多产品

企业使用不同质量的中间投入品生产出多种质量差异化产品， 核心产品价格较高， 使

用较高质量中间投入品， 也获得较高销售收入。 每当进入一个新市场， 首先销售其效

率和质量较高的核心产品， 然后再出口其他质量及效率较低的边缘产品。 除此之外，
汇率变动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８］；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５［９］ ）、 贸易自由化 （Ｉａｃｏｖｏｎｅ ａｎｄ Ｊａ⁃
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０［１０］； 毛其淋和盛斌， ２０１３［１１］； 亢梅玲等， ２０１７［１２］）、 信贷约束 （李志远

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１３］）、 中间品贸易 （祝树金等， ２０１８［１４］ ）、 企业创新行为 （胡馨月

等， ２０１７［１５］）、 核心竞争力 （ Ｉａｃｏｖｏｎｅ ａｎ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６［１６］ ）、 生产率 （Ｌｏｅｃｋｅｒ，
２０１１［１７］； 李志远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劳动力成本 （陈雯和孙照吉， ２０１６［１８］； 诸竹君

等， ２０１７［１９］） 等都成为多产品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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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劳动力成本作为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其成本增加时， 企业的边

际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需求弹性较低情况下企业必然会转嫁成本以调高产品价

格来保障企业价格加成， 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降低自然会影响到该产品出口贸

易的增长 （Ｅｇ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２０］；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２１］ ）。 国内学者如铁瑛和张明志

（２０１５） ［２２］、 陈雯和孙照吉 （２０１６） 等也认为， 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一定程度上抑制

中国出口贸易增长。 然而，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企业出口也不只存在阻碍作用。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２３］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将刺激制造业企业创

新。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２０１５） ［２４］认为要素互补型技术环境下， 体现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劳

动力短缺将促进技术创新。 Ｂｅｎａ 和 Ｓｉｍｉｎｔｚｉ （２０１５） ［２５］ 进一步发现， 劳动力成本上

涨将会刺激人力成本节约型技术创新。 正如， 日本通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提

高工资报酬倒逼式驱动了人力成本节约型技术创新机制。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７） 同样

认为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亦即企业加成率有抑制作用， 但跨

越一定门槛后， 企业可以通过 “工艺创新效应” 和 “质量升级效应” 提升企业加

成率以转嫁成本。 赵西亮等 （２０１６） ［２６］、 林炜 （２０１３） ［２７］也均通过我国制造业企业

样本验证了类似观点。 上述文献评述与机理分析表明，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企业出

口贸易的影响显然具有双面性， 其倒逼创新机制可能受企业异质性的影响。
不难看出， 鲜有文献在多产品企业异质性框架下基于劳动力成本上涨背景对企

业创新投入选择与出口动态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刻画与计量验证。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

于： 第一， 将质量与效率两种中间变量纳入扩展的 Ｍ－Ｏ 理论模型， 刻画了劳动力

成本上涨对多产品企业动态效应的影响机制； 第二， 通过经验研究， 从企业层面与

产品层面佐证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倒逼创新的传导机制， 并测度出质量与效率

投入选择的效应门槛系数， 为我国出口产品 “低质量、 低价格” 现象提供了新的

解释； 第三， 选取技术前沿差距外生门限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并针对基准及中介

效应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差分 ＧＭＭ 与系统 ＧＭＭ 做了相应验证。

二、 理论模型

本文基于 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６］ 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框架， 借鉴 Ａｎｔｏ⁃
ｎｉａｄｅｓ （２０１５） ［２８］的假定， 将企业效率与产品质量依次纳入扩展的 Ｍｅｌｉｔｚ－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模型中探讨劳动力成本上涨通过创新投入选择对企业出口动态行为影响的理论

机制。
（一） 纳入企业效率的扩展 Ｍ－Ｏ 基准模型

假定一个封闭市场模型， 消费者的商品集需求服从以下可变替代弹性效用

函数：

Ｕ ＝ ｑｃ
０ ＋ α∫

ｉ∈Ω
ｑｃ
ｉ ｄｉ －

１
２
γ∫

ｉ∈Ω
ｑｃ
ｉ( ) ２ｄｉ － １

２
η ∫

ｉ∈Ω
ｑｃ
ｉ ｄｉ( )

２
（１）

其中， ｑ ｃ０ 代表计价品消费数量， 边际成本为 ｃ， ｑｃ
ｉ 代表差异性产品 ｉ 消费数

量， ｉΩ 、 Ω 代表生产商在封闭市场所供应的差异性产品商品集。 α 、 η 代表差异性产

品与计价品的替代弹性， γ 代表商品集产品间差异化程度。 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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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可求得单个消费者对差异性产品 ｉ 的需求函数 ｑｃ
ｉ ＝ α ／ γ( ) － １ ／ γ( ) ｐｉ －

η ／ γ( ) Ｑｃ 。 设 Ｌ 为消费者总数， Ｍ 为商品集 Ω 的基数， 则商品市场平均价格水平

为 ｐ— ＝ １
Ｍ ∫

ｉ∈Ω

ｐｃ
ｉ( ) ２ｄｉ ， 可求得差异性产品 ｉ 的市场总需求函数：

ｑｃ
ｉ ＝ αＬ ／ ηＭ ＋ γ( )[ ] － Ｌ ／ γ( ) ｐｉ ＋ ηＭＬ ｐ— ηＭ ＋ γ( ) γ[ ] －１ （２）

产品 ｉ 存在市场需求时 ｑｉ ＞ ０， 商品集产品价格满足 ｐｉ ＜ （γ ＋ ηＭ） －１（αγ ＋ ηＭ

ｐ
—
） ＝ ｐｍａｘ 。

考虑生产商决策行为， 沿用 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４） 的假定， 多产品厂商出口存在

以核心产品为轴心的产品阶梯， 生产额外一种差异性产品时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下

降。 离厂商所擅长核心技术距离越远的边缘产品生产效率越低， 成本越高。 故厂商

生产差异性产品 ｉ 时面临的成本函数为 ｃｉ（ｍ， ｃ， ϕ） ＝ （ｗ ／ ϕ）ｍ 。 其中， ｗ 为产品阶

梯系数， ϕ 为企业层面生产效率， ｍ 为以核心产品为轴心的产品序数， ｗ ＞ ϕ ＞ １。
可以得到厂商出口产品范围函数：

ｍ（ｃ） ＝
　 　 　 ０　 　 　 　 　 　 　 　 ｃ ＞ ｃＤ
ｍａｘ ｍ ｜ （ｗ ／ ϕ）ｍｃ ≤ ｃＤ{ } 　 ｃ ≤ ｃＤ{ （３）

厂商视产品总需求函数为给定的情况下，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让市场所有

出口范围内差异性产品出清的最优均衡价格 ｐ ｃｉ( ) ＝ １
２

ｃＤ ＋ ｃｉ( ) 和生产数量 ｑ ｃｉ( ) ＝

Ｌ
２γ

ｃＤ － ｃｉ( ) ， 求得产品利润函数 π ｃｉ( ) ＝ Ｌ
４γ

ｃＤ － ｃｉ( ) ２， 从而最终得到厂商总利润

函数：

Π（ｃ， ϕ） ＝ ∑ｍ（ｃ）

ｍ ＝ １
π（ｃｉ）ｄｉ ＝ ∑ｍ（ｃ）

ｍ ＝ １
π（（ｗ ／ ϕ）ｍｃ）ｄｉ （４）

Π（ｃ， ϕ） ＝ ∑ ｍ｜ ｃ£（ｗ ／ ϕ） －ｍｃＤ{ }

Ｌ
４γ

ｃｐ － （ｗ ／ ϕ）ｍｃ[ ] ２ （５）

假定成本 ｃ 服从帕累托分布， ｃ ～ Ｇ（ｃ） ＝ （ｃ ／ ｃｍａｘ） ｋ ， ｃ∈（０， ｃｍａｘ） ， 􀆟ｃ ／ 􀆟Ｗ ＞ ０，
Ｗ 为劳动力成本， ｌｉｍ

ϕ→¥
ｃｉ ＝ ｃ 。 当劳动力成本上涨时， 易知 ｃ′ ＞ ｃ 。 面临成本上涨与

利润减少， 厂商要使得 Π（ｃ′） ⩾ Π（ｃ） ， 则不得不选择一系列转型升级策略。 当厂商

投入一定效率创新固定成本 ｆｅ 采取效率提升手段， 通过提高 ϕ 并调整 ｍ、 ｐ、 ｑ ，
使得 Π（ｃ′， ϕ′， ｍ′） ⩾ Π（ｃ， ϕ， ｍ） 。 效率选择存在条件 􀆟Π ／ 􀆟ϕ ＞ ０：

􀆟Π ／ 􀆟ϕ ＝ ｗｍｃＬｍ ／ ２γ( )[ ] － ｗｍｃϕ －２ｍ－１ ＋ ｃＤϕ
－ｍ－１( ) （６）

可知， 当厂商效率系数 ϕ′ 跨越一定效率升级门槛值， 亦即 ϕ′ ＞ ϕ— ＝
ｃＤ ／ ｗｍｃ( )[ ] ｍ 时， 效率选择条件 􀆟Π ／ 􀆟ϕ ＞ ０ 成立。 其次， 由二阶条件：

􀆟２Π ／ 􀆟ϕ２ ＝ ｗｍｃ（２ｍ ＋ １）[ ] ／ ϕ２ｍ＋１ － ｃＤ（ｍ ＋ １） ／ ϕｍ＋２ （７）

当 ϕ″ ＞ ϕ′
－

＝ ｃＤ（ｍ ＋ １）[ ] ／ ｗｍｃ（２ｍ ＋ １）[ ]{ } ｍ 时， 􀆟２Π ／ 􀆟ϕ２ ＜ ０ 成立。 由于

ϕ′ ＞ ϕ″ 恒成立， 因此， 当厂商效率水平跨越一定门槛值， 劳动力成本上升后， 厂

商可以采取效率升级策略， 选择一个更高效率水平 ϕ′ ＞ ϕ 以改善企业出口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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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选择的边际效益递减。
进一步， 厂商由于还存在产品出口范围约束条件，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得到：

ｍ £（ｌｎｃＤ － ｌｎｃ） ／ （ｌｎｗ － ｌｎϕ） （８）
当 ϕ′ ＞ ϕ 时， 得到 ｍ′ ＞ ｍ ， 即效率选择后厂商将扩大产品范围来探索出口可

能性边界以增加出口总利润。
综上所述， 当厂商效率水平跨越一定门槛值， 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的企业

在自身约束下将会选择一个更高效率水平 ϕ′ ＞ ϕ ， 通过扩展产品范围来探索出口

可能性边界以促进出口销售总额增长， 效率选择的边际效益递减。
（二） 纳入企业效率与产品质量的扩展 Ｍ－Ｏ 模型

本文将产品质量无差异假设这一限制条件进一步放宽， 模型中引入差异性产品

质量 ｚｉ 以刻画厂商的质量选择与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出口动态行为的影响机制。
引入产品质量后， 扩展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如下：

Ｕ ＝ ｑｃ
０ ＋ α ∫

ｉ∈Ω

ｑｃ
ｉ ｄｉ － β ∫

ｉ∈Ω

ｚｉ ｑｃ
ｉ ｄｉ －

１
２
γ ∫
ｉ∈Ω

ｑｃ
ｉ( ) ２ｄｉ － １

２
η ∫

ｉ∈Ω
ｑｃ
ｉ ｄｉ( )

２ （９）

其中， γ 代表质量偏好程度， ｚｉ 代表差异性产品 ｉ 产品质量。 产品 ｉ 的市场总需

求函数为 ｑｉ ＝ αＬ( ) ηＭ ＋ γ( ) －１ － Ｌ ／ γ( ) ｐｉ ＋ ηＭＬ( ) ηＭ ＋ γ( ) －１ ｐ－ － βＬ ／ γ( ) ｚｉ －

ηＭＬβ( ) ηＭ ＋ γ( ) －１ ｚ－ ， 商品集产品价格满足 ｐｉ £ αγ ＋ ηＭ ｐ－γ( ) α ＋ ηＭ( ) －１ － β ｚｉ －

ηＭＬβ( ) ηＭ ＋ γ( ) －１ ｚ－ 。 其中， 市场商品平均质量水平 ｚ－ ＝ ∫
ｉ∈Ω

ｚｉ ｄｉ 。

考虑生产商决策行为， 厂商生产差异性产品 ｉ 时所面临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Ｃ ｉ（ｑｉ） ＝ ｃｉｑｉ ＋ θ ｚ２ｉ ， 可知厂商出口产品范围函数、 所有出口范围内差异性产品市场

出清的最优均衡价格和生产数量以及利润函数为：

ｍ（ｃ） ＝
　 　 　 　 ０　 　 　 　 　 　 　 　 　 　 ｃ ＞ ｃＤ
ｍａｘ ｍ ｜ （ｗ ／ ϕ）ｍｃ £ｃＤ － θ ｚ２ｍ{ } 　 ｃ ≤ ｃＤ{ （１０）

ｐ（ｃｉ， ｚｉ） ＝ １
２
（ｃＤ ＋ ｃｉ） ＋ β

２
ｚｉ

（１１）

ｑ（ｃｉ， ｚｉ） ＝ Ｌ
２γ

（ｃＤ － ｃｉ） ＋ β
２γ

ｚｉ （１２）

π（ｃｉ， ｚｉ） ＝ （Ｌ ／ ４γ） （ｃＤ － ｃｉ） ２ ＋ （１ ＋ Ｌ）β ／ ４γ[ ] （ｃＤ － ｃｉ） ｚｉ ＋ （β２ ／ ４γ） ｚ２ｉ － θ ｚ２ｉ
（１３）

最终， 可以得出厂商总利润函数：

Π（ｃ， ϕ， ｚｉ）
＝ ∑ｍ（ｃ）

ｍ ＝ １
π（ｃｉ）ｄｉ ＝ ∑ｍ（ｃ）

ｍ ＝ １
π ｗ

ϕ
æ

è
ç

ö

ø
÷

ｍ

ｃ ＋ θ ｚ２ｍ
æ

è
ç

ö

ø
÷ ｄｉ （１４）

Π ｃ， ϕ， ｚｉ( ) ＝ ∑ ｍ｜ ｃ£（ｗ ／ ϕ） －ｍ（ｃＤ－θｚ２ｍ）{ }

Ｌ
４γ

ｃＤ － （ｗ ／ ϕ）ｍｃ[ ] ２ ＋ （１ ＋ Ｌ）β ／ （４γ）[ ]

ｃＤ － ｗ ／ ϕ( ) ｍｃ( ) ｚｉ ＋ β２ － ４γθ( ) ／ ４γ( )[ ] ｚ２ｉ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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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动力成本上涨 ｃ′ ＞ ｃ 时， 面对成本上涨与利润减少， 当厂商选择质量创新

策略， 投入一定质量创新固定成本 θｚ２ｉ ， 通过提高 ｚｉ 并调整 ｍ、 ｐ、 ｑ ， 使得

Π（ｃ′， ｚｉ′， ｍ′） ⩾ Π（ｃ， ｚｉ， ｍ） 时， 质量选择存在条件 􀆟Π ／ 􀆟 ｚｉ ＞ ０：

􀆟Π ／ 􀆟ｚｉ ＝ ∑ ｍ｜ ｃ£（ｗ ／ ϕ） －ｍ（ｃＤ－θｚ２ｍ）{ }

（１ ＋ Ｌ）β
（４γ）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ｃＤ － （ｗ ／ ϕ）ｍｃ[ ] ２ ＋ （β２ － ４γθ）

（２γ）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ｚｉ

（１６）

设 ４γθ － β２ ＞ ０ 可得， 当产品质量系数 ｚｉ′ 存在质量创新上限值， 即 ｚｉ′≤ ｚｉ′
— ＝

１ ＋ Ｌ( ) β ／ ８γθ － ２β２( )[ ] ｃＤ － ｗ ／ ϕ( ) ｍｃ[ ] 时， 质量选择条件 􀆟Π ／ 􀆟ｚｉ ＞ ０ 成立， 并

且二阶条件 􀆟２π／ 􀆟 ｚ２ｉ ＜ ０。 这意味着厂商效率 ϕ 固定条件下， 劳动力成本上涨引致边

际成本 ｃ 增加时， 质量创新上限值下降 ｚｉ″
—

＜ ｚｉ′
—

＝ ｚｉ′ ，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厂商选

择 “低质量” 的最优产品质量水平 ｚｉ″ ＝ ｚｉ″
—

＜ ｚｉ′ ， 最终不选择质量创新策略。

当厂商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 ϕ′ ＞ ϕ ， 质量创新上限值上升 ｚｉ′
—

＞ ｚｉ′
— ＝ ｚｉ ， 此

时， 提高产品质量 ｚｉ′ ＞ ｚｉ 将能够使 Π（ ｚｉ′， ϕ′） ＞ Π（ ｚｉ′， ϕ） ＞ Π（ ｚｉ， ϕ） ， 从而选择质量创

新策略。
进一步， 厂商由于还存在产品出口范围约束条件，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得到：

ｍ £ ｌｎ ｃＤ － θｚ２ｍ( ) － ｌｎｃ[ ] ／ ｌｎｗ ＋ ｌｎϕ( ) （１７）
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 ϕ′ ＞ ϕ ， 质量选择 ｚ′ｉ ＞ ｚｉ 将得到 ｍ′ ＜ ｍ ， 即效率水平

跨越一定门槛后， 企业会选择产品质量创新策略， 通过压缩产品范围来获取现有产

品特别是核心产品新利润增长点以刺激出口。
综上所述， 厂商效率 ϕ 固定条件下， 劳动力成本上涨将会引致企业质量创新

上限值下降， 低效率企业会选择 “低质量” 的最优产品质量水平而不采取质量创

新策略。 然而， 当厂商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 ϕ′ ＞ ϕ ， 企业质量创新上限值将会

上升， 此时， 企业会选择产品质量创新策略， 通过压缩产品范围获取现有产品利润

增长点以刺激出口。

三、 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一） 样本处理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数据库、 ＮＢＳ 数据库、 国泰安数据库、 历

年 《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以及联合国统计司。 其中， 使用的企业层面数

据和产品层面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

据库以及 ＷＩＴＳ 全球关税数据所构建的合并数据库。 由于前两套数据库企业编码

系统完全不同， 匹配这两套数据是一个极其复杂繁琐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本文

改进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２９］的方法对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了匹配。
（二） 变量定义

借鉴黄先海等 （２０１６） ［３０］的研究， 本文主要变量测算与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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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中介解释变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参考施炳展 （２０１３） ［３１］ 的方法， 采用企业 ｉ 在 ｔ
年对 ｍ 国出口的某种 Ｈ３８ 位码产品的标准化质量指标估计 （限于篇幅， 备索）。

效率中介解释变量 （ ｔｆｐ）， 既有研究大多采用 ＯＰ 法和 ＬＰ 法两种生产率估计方

法， 但是这两种半参数估计具有内生性和不可识别问题。 因此本文所有模型采用

ＬＰ 法全要素生产率回归后， 均使用 ＯＰ 法与 ＡＣＦ 法所估计的生产率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 结果与 ＬＰ 法相当 （限于篇幅， 备索）。
对其他相关变量定义如下：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绩效 （ ｌｎｅｘｐ） 采用年度—企

业层面 ＨＳ８ 位各产品总出口销售额取对数衡量； 产品范围 （ ｒａｎｇｅ） 采用年度—企

业—ＨＳ８ 位产品层面产品数量衡量； 产品集中度 （ｃｏｒｅ＿ｃｔｒ） 采用年度—企业—ＨＳ８
位产品层面销售额最高的核心产品出口销售额与其他所有非核心产品出口销售额比

值衡量； 平均工资 （ｌｎｗ） 采用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之和除以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取对数衡量， 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企业实际关税 （ ｔａｒｉｆｆ） 利用 ＨＳ６ 位产品对应的实际应用关税税率根据产品销售总

额加权平均获得； 资本密集度 （ｋｌｒ） 用固定资产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表

示， 其中固定资产使用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处理； 企业

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采用企业销售额取对数衡量， 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

数进行平减； 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ａ） 采用用企业净利润除以企业资产总额衡量； 资

产负债率 （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采用企业负债总额除以企业资产总额衡量； 中间品投入比例

（ ｉｐ＿ｉｎｐｕｔ） 采用工业中间投入合计除以工业总产值衡量； 融资约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 采用

企业利息支出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加 １ 后取对数； 省级人均 ＧＤＰ （ ｐｅｒＧＤＰ） 摘自

《中国统计年鉴》 并用行政代码匹配； 行业赫芬达尔系数 （ｈｈｉ） 用调整后 ４ 位行

业代码赫芬达尔系数衡量行业市场竞争程度。
（三） 模型设定

为考察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创新投入选择对产品范围与产

品集中度、 出口量与出口价格乃至出口绩效的传导机制， 本文构建以下基准计量

模型：
μ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ｌｎ ｗ ｉｊｔ ＋ δ ｎ － ２( ) β２ ｌｎｗ ｉｊｔ × ｔｆｐｉｊｔ ＋ β３ ｔｆｐｉｊｔ ＋ δ ｎ － ３( ) β４ ｌｎｗ ｉｊｔ ×

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ｔ ＋ β５ 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ｔ ＋ Ｚ′
ｉｊｔ β６ ＋ Ｚ′

ｊｔ β７ ＋ ｖｊ ＋ ｖｔ ＋ εｉｊｔ 　 　 　 　 （１８）
其中， ｉ 代表企业， ｊ 代表所属行业， ｔ 代表年份， Ｚ′ｉｊｔ与 Ｚ′ｊｔ分别是企业层面控

制变量与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ν ｊ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 νｔ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ｊｔ为

未被观测到的随机误差项， 标准误聚类为 ２ 位码行业层面。 δ （ｎ） 为 Ｄｉｒａｃ 冲激函

数， 当 ｎ＝ ０ 时， δ （ｎ） ＝ １， ｎ≠０ 时， δ （ｎ） ＝ ０。 被解释变量 μｉｊｔ依次取出口绩

效、 出口量、 出口价格、 产品范围、 产品集中度①。 当每一项考察基准回归取 ｎ ＝
１， 效率选择取 ｎ＝ ２， 质量选择取 ｎ ＝ ３。 ｎ ＝ ２， ３ 时， 模型能够探究创新投入选择

引起的 “质量创新效应” 与 “效率提升效应” 两种效应及其生效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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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劳动力成本与出口绩效

表 １ 报告了在全样本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基准回归结果。 为同时进行模型设定

偏误的稳健性检验， 第 （１） 列和第 （４） 列汇报不包含除生产率外其他控制变量

的混合最小二乘 （ＰＯＬＳ） 回归及固定效应模型 （ＦＥ） 回归， 第 （２） 列和第 （５）
列相继引入了生产率二次项以验证其非线性， 第 （３） 列和第 （６） 列汇报了引入

所有控制变量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及固定效应模型回归。

表 １　 劳动力成本与出口绩效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ＰＯＬＳ

（２）
ＰＯＬＳ

（３）
ＰＯＬＳ

（４）
ＦＥ

（５）
ＦＥ

（６）
ＦＥ

ｌｎｗ
　 　 ０􀆰 １０７６５２５∗∗∗　 　 ０􀆰 ０８６２８５７∗∗∗　 　 ０􀆰 ０２４６５５２∗∗∗　 　 ０􀆰 ０５２２７７５∗∗∗　 　 ０􀆰 ０４９２９４１∗∗∗　 　 ０􀆰 ０４１９９８９∗∗∗

（１２􀆰 １６） （９􀆰 ７８） （２􀆰 ５６） （６􀆰 ３１） （５􀆰 ９６） （５􀆰 １６）

ｔｆｐ＿ ｌｐ
０􀆰 ５３１３０５４∗∗∗ －０􀆰 ３１３３６２∗∗∗ －０􀆰 ２９３３２８８∗∗∗ ０􀆰 ２４０９９８３∗∗∗ －０􀆰 １１４５１７∗∗∗ －０􀆰 ０９４７４４∗∗∗

（１０８􀆰 １６） （－１０􀆰 ８４） （－７􀆰 ２５） （４０􀆰 １３） （－４􀆰 １７） （－３􀆰 ４９）

ｔｆｐ＿ ｌｐ＾２
０􀆰 ０６３５８２５∗∗∗ ０􀆰 ０６１３６９７∗∗∗ ０􀆰 ０２８８５４５∗∗∗ ０􀆰 ０２６１８８∗∗∗

（２８􀆰 ２０） （２４􀆰 ２２） （１２􀆰 ５２） （１０􀆰 ９４）

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９６３５５３∗∗∗ ２􀆰 ０７７８５７∗∗∗

（７１􀆰 ７４） （４３􀆰 ７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 ０１９２１４９ ０􀆰 １１２０２６∗∗∗

（１􀆰 ００） （５􀆰 ８７）

ｉｐ＿ ｉｎｐｕｔ
０􀆰 ２８２４２９８ ０􀆰 ０８３５４１７∗

（１􀆰 ０９） （１􀆰 ０４）

ｐｅｒＧＤＰ
０􀆰 ００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８３∗∗∗

（１４􀆰 ９７） （３􀆰 ０２）

ｈｈｉ
－１􀆰 ４５２４６９∗∗∗ －０􀆰 ５５３７７２∗∗∗

（－１９􀆰 ９４） （－６􀆰 ７７）

常数项
９􀆰 ２０３８５７∗∗∗ １２􀆰 １１９４６∗∗∗ １１􀆰 ９２４４∗∗∗ １１􀆰 ２３５８３∗∗∗ １２􀆰 ３３４３４∗∗∗ １１􀆰 ５６３０２∗∗∗

（１１０􀆰 ６０） （９８􀆰 ７３） （３７􀆰 ２９） （６８􀆰 ３３） （６８􀆰 ３４） （５６􀆰 ４５）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拟合优度 ０􀆰 １２７６ ０􀆰 １３２６ ０􀆰 １６４５ ０􀆰 ０８３４ ０􀆰 ０８５５ ０􀆰 １２７０

观测值 １８９ ７００　 　 １８９ ７００　 　 １８９ ６８１　 　 １８９ ７００　 　 １８９ ７００　 　 １８９ ６８１　 　

注： 括号内为纠正异方差后的 ｔ 统计值；∗、∗∗∗ 分别表示 １０％、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拟合优度均报告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 或 Ｒ－ｓｑ ｗｉｔｈｉｎ， 下表同。

可以看到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劳动力成本系数为 ０􀆰 ０４２０， ６ 列劳动力成本系数

均通过了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皆为正，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于出口企业销售额增

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企业劳动力成本每增长 １％， 企业出口总销售额将增长

０􀆰 ０４２０％。 其原因应该考虑到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出口绩效影响的两个方面： 当

劳动力成本增加时， 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需求弹性较低等情况下企业必

然会转嫁成本以调高产品价格来保障企业价格加成， 企业出口竞争力降低， 从而抑

制该产品出口。 但是， 若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创新激励的形式提升企业生产率， 反而

有利于出口贸易市场竞争力提升。 并且， 尚若企业难以转嫁劳动力成本压力，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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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留住特定产品出口份额可能会利用增加研发创新投入提高产品质量、 铸造品

牌降低产品需求弹性、 改变企业投入要素结构等手段保持甚至提升产品加成与销售

量。 而从整个企业层面来说， 为保持出口市场盈利可能会采取产品组合与产品排序

调整等方法以维护出口绩效增长。
（二） 效率提升效应、 质量创新效应与出口绩效

为探究企业是否存在效率提升效应与质量创新效应两种途径实现销售额增长，
本文依次将效率提升效应交互项及质量创新效应交互项引入模型中进行回归， 同时

测算了两种中介效应门槛值， 如表 ２ 所示。 结果表明， 劳动力成本上涨时， 第

（３） 列说明企业可以通过提升企业效率来促进产品出口绩效。 企业生产率门槛值

为 ６􀆰 ４６３， 意味着匹配企业效率水平 ４６􀆰 ２９ 分位数以上企业亦即 ５３􀆰 ７１％的企业可

以通过提升生产率促进出口销售额新增长， 而低于 ４６􀆰 ２９ 分位数的占比 ４６􀆰 ２９％的

企业提升生产率反而将抑制其出口销售额增长。 第 （６） 列则说明企业提升企业产

品质量反而会抑制产品出口绩效。 其可能的解释是， 企业在面临出口市场时， 会同

时产生 “竞争加剧效应” 和 “质量创新效应”， 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率水平选择最

优的出口产品质量 （黄先海等， ２０１６） ［３０］。 高效率企业的产品质量创新效应更容易

克服由此额外增加的成本负担， 由此产品质量创新意愿较高。 而低效率企业由于生

产率水平较低， 无法克服产品质量创新带来的 “竞争加剧效应” 引致的额外成本

增加， 从而选择 “低质量， 低价格” 的最优内生选择以促进出口销售额增长。 当

然我国出口贸易普遍存在的加工贸易模式企业可能也是质量创新效应为负的要因。

表 ２　 效率提升效应、 质量创新效应与出口绩效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效率选择 质量选择

Ｐ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Ｐ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ｌｎｗ
－０􀆰 ０５２７５３７ 　 －０􀆰 ０３００４５３ 　 －０􀆰 １３６３１０５∗∗∗ 　 ０􀆰 ２５０２１２７∗∗∗ 　 　 ０􀆰 １０５５０９３∗∗∗ 　 　 ０􀆰 ０５８４４８∗∗∗

（－１􀆰 ０９） （－０􀆰 ６７） （－３􀆰 ２２） （１９􀆰 ８４） （８􀆰 １３） （４􀆰 ４９）

ｌｎｗ×ｔｆｐ－ｌｐ
０􀆰 ０２３３２０８∗∗∗ ０􀆰 ０１２１８５８∗ ０􀆰 ０２１０９０５∗∗∗

（３􀆰 ２５） （１􀆰 ８３） （３􀆰 ３３）

ｔｆｐ－ｌｐ
２􀆰 ３０７４６６４∗∗∗ ０􀆰 １２５２０３２∗∗ －０􀆰 ２３０６６４３∗∗∗

（４􀆰 ５０） （２􀆰 ００） （－３􀆰 ８６）

ｌｎｗ×ｃ＿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２７７５４８４∗∗∗ －０􀆰 ０７７１９０６∗ －０􀆰 ０７５８２３６∗

（６􀆰 ３２） （－１􀆰 ７０） （－１􀆰 ６６）

ｃ＿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４０７９０５７ ２􀆰 ９２９４２５∗∗∗ ２􀆰 ８０５０６４∗∗∗

（－０􀆰 ９８） （６􀆰 ８４） （６􀆰 ５１）

常数项
１０􀆰 ７３７１３∗∗∗ １２􀆰 ０１３５∗∗∗ －４􀆰 ３２６６９∗∗∗ １０􀆰 ８０１６６∗∗∗ １１􀆰 ６６６９２∗∗∗ １１􀆰 ５５７９∗∗∗

（２３􀆰 ４９） （２７􀆰 ４６） （－９􀆰 １９） （９１􀆰 ００） （６１􀆰 ３７） （５５􀆰 ８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拟合优度 ０􀆰 １２７７ ０􀆰 ０８３５ ０􀆰 １５１７ ０􀆰 ０９２５ ０􀆰 １０７３ ０􀆰 １２５６

观测值 １８９ ７００　 　 １８９ ７００　 　 １８９ ６８１　 　 １９３ ４９６　 　 １９３ ４９６　 　 １８９ ７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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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质量创新效应与出口绩效门限效应回归

为解释我国出口企业的负向质量创新效应之谜并确定质量创新效应是否存在，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生产率阶梯下劳动力成本与产品质量创新效应中介效应对企

业出口总销售额影响的企业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 参考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 ［３２］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５） ［３３］引入了面板门限效应检验①。 本文依次对模型进行单一、 双重、 三重等

门限效应检验， 如表 ３ 所示②。 可以发现，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于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受到企业生产率影响， 并且劳动力成本与产品质量创新效应相互作用对不同高低生产

率水平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和非线性。 其门槛值为 ５􀆰 ９７９１～７􀆰 １３５７，
分别代表匹配工业企业样本 １９􀆰 ６３％分位数及 ６２􀆰 ７３％分位数水平。

根据表 ４ 面板门限效应回归， 企业生产率低于 ５􀆰 ９７９１ 亦即匹配工业企业样本

１９􀆰 ６３％低效率企业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时， 试图通过质量创新增加出口竞争力所

面临的 “竞争加剧效应” 远大于 “质量创新效应”， 质量创新效应系数为－０􀆰 ２９３９，
无法克服产品质量创新带来的成本增加， 反而采取降低产品质量， 出口 “低质量、
低价格” 产品的最优内生选择将更利于出口销售额增长。 企业生产率介于 ５􀆰 ９７９１～
７􀆰 １３５７ 之间， 亦即匹配工业企业样本占比 ４３􀆰 １０％的中效率企业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

涨时， 相比低效率企业， 劳动力成本每增加 １０％， 可以通过 “质量创新效应” 增加

０􀆰 ６％出口销售额。 企业生产率大于 ７􀆰 １３５７ 亦即匹配工业企业样本占比前 ３７􀆰 ２７％的

高效率企业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时， 相比低效率企业， 劳动力成本每增加 １０％，
可以通过 “质量创新效应” 增加 １􀆰 １％出口销售额。 由此验证得出， 我国出口企业

跨越一系列效率门槛值将存在质量创新质变效应。 高效率企业的产品质量创新效应

更容易克服由 “竞争加剧效应” 增加的成本负担， 因此产品质量创新意愿较高。
而我国出口贸易普遍存在的低效率企业由于生产率水平较低， 无法克服产品质量创

新带来的成本增加， 从而维持 “低质量， 低价格” 的最优内生选择以保持现有绩

效。 这表明， 面临劳动力上涨压力的低效率企业在一定自身约束下会偏向于选择将

有限的创新资源投入效率提升而非质量创新以增强出口竞争力。

表 ３　 面板门限效应检验与门限值

因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门限变量 门限模型 Ｆ 检验值
临界值

１０％ ５％ １％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ｌｎｗ×ｃ＿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ｆｐ＿ｌｐ

单一门限 １９８􀆰 ９８ １２􀆰 ３１３８ １４􀆰 ９２６０ １８􀆰 ０４８７
双重门限 １０８􀆰 ４９ １２􀆰 ３４２０ １４􀆰 ７９９５ ２１􀆰 ４２１４
三重门限 ２３􀆰 ３０ ４２􀆰 ３０７１ ４６􀆰 ０９１１ ６３􀆰 ９０８２

门限值 ９５％置信区间

５􀆰 ９７９１ ［５􀆰 ９３２５， ６􀆰 ０１０５］
７􀆰 １３５７ ［７􀆰 ０２８３， ７􀆰 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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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面板门限效应检验要求使用平衡面板， 此处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存续企业平衡面板样本。 由于工业企业与

海关进出口匹配数据库非平衡面板与平衡面板样本主要特征变量比对表明不存在显著样本选择性偏差， 故认为

平衡面板检验结果对总样本具有较好整体适用性。
自举抽样次数依次设置为 ３００、 （０， ３００）、 （０， ３００， ３００）； 异常值去除比例设置为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５）； 样本网络计算网格数设置为 ０。



表 ４　 面板门限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０， ５􀆰 ９７９１］
（２）

［５􀆰 ９７９１， ７􀆰 １３５７］
（３）

［５􀆰 ９７９１， ∞ ］

ｌｎｗ×ｃ＿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２９３８４８８∗∗∗ －０􀆰 ２３４８２７１∗∗∗ 　 　 －０􀆰 １８２９３９２∗∗∗

（－６􀆰 ０６） （－４􀆰 ８９） （－３􀆰 ８８）

ｌｎｗ ０􀆰 １３２９７３１∗∗∗

（７􀆰 ７０）

常数项
１２􀆰 １３９９７∗∗∗

（７４􀆰 ２８）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拟合优度 ０􀆰 １２２３ ０􀆰 １２２３ ０􀆰 １２２３
观测值 ３０ ６３９ ３０ ６３９ ３０ ６３９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 劳动力成本、 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范围与产品集中度选择

为探求劳动力成本上涨促使出口销售额增长的更深层次机制， 本文使用年度—企

业层面数据对劳动力成本与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劳动力成

本上涨对出口价格并无显著影响， 然而在 １％水平上显著促进了产品出口数量。 年度—
企业—产品层面数据稳健性检验得出了相同结果。 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出口数量增长背后

的策略传导机制， 本文继续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产品范围及产品集中度选择所造成

的影响， 如表５ 所示， 由于年度—企业层面回归结果与年度—企业—产品层面相同， 下

文报告了三维层面回归结果， 以下回归均使用滞后一阶劳动力成本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首先， 效率选择的产品范围 ｌ􀆰 ｌｎｗ 和 ｌ􀆰 ｌｎｗ×ｔｆｐ＿ ｌｐ 的参数估计结果在 １％水平

上皆显著为正， 产品集中度 ｌ􀆰 ｌｎｗ 和 ｌ􀆰 ｌｎｗ×ｔｆｐ＿ ｌｐ 的参数估计结果则在 １％水平上

显著为负， 企业生产率门槛值分别为 ６􀆰 ４６１ 和 ３􀆰 ８５５６。 意味着匹配企业效率水平

３６􀆰 ９０％分位数与 ０􀆰 ４％分位数以上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企业效率选择时， 将会扩

大下期产品范围及分散出口产品集中度以探索出口可能性边界从而增加出口绩效。
其次， 质量选择的产品范围 ｌ􀆰 ｌｎｗ×ｔｆｐ＿ ｌｐ 的参数估计结果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产品集中度 ｌ􀆰 ｌｎｗ×ｔｆｐ＿ ｌｐ 的参数估计结果则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产品范围产品

质量门槛值为 ０􀆰 ３２３８。 意味着产品层面质量水平 ８７􀆰 ６４％ 分位数以上亦即前

１２􀆰 ３６％产品的企业 （对应匹配样本前 ２８􀆰 ２４％高质量产品生产企业） 采取质量选

择时， 将通过产品范围缩小以促进出口绩效新增长。 并且由回归估计结果系数计算

可知， 质量选择同样会提高下期产品集中度以获取核心产品新利润增长点， 从而增

加出口绩效， 但质量创新效应对出口产品集中度的影响不如采取效率提升手段所诱

发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可能的解释是， 首先， 虽然劳动力成本上涨时， 所有产品的利润减少， 部分利

润转为负的远离核心的产品就会被迫停止出口， 即减少了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的种

类。 但是， 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抑制所有现有产品范围的利润率或竞争力的情形，
企业在短期内难以且不愿意调整产品质量阶梯上边际投入产出比最低的具有成熟完

善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核心产品的产品内在属性与经营策略。 其次， 出口任意产

品需要投入较高的沉没成本， 对于利润转负的非核心产品而言， 企业更倾向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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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既有市场份额并扭亏为盈。 因此在寻求新盈利增长点时， 企业将更倾向于调

整非核心产品的内在属性与经营策略， 前者包括通过产品创新升级促使非核心产品

更新换代以适应市场需求以及通过产品质量创新赋予产品品牌效应降低需求弹性，
后者包括通过工艺创新、 优化经营等提高非核心产品生产及营销效率， 或是出口原

内供产品、 研发新产品及开拓新市场。 而合理范围内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相比其他原

因引致的成本上涨， 在企业及员工面对产品利润下降时从心理上更倾向于积极应对

而非选择退出市场。

表 ５　 劳动力成本、 产品范围与产品集中度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产品范围 产品集中度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ｌ􀆰 ｌｎｗ
　 　 ０􀆰 ５６７８３７∗∗∗ 　 　 １􀆰 ０７１２７６∗∗∗ 　 －６􀆰 ５７９７１１∗∗∗ 　 　 －０􀆰 ００４１３２∗∗∗ 　 －０􀆰 ００４１６３∗∗∗ ０􀆰 ００５０３４
（１３􀆰 １８） （１７􀆰 ８４） （－１６􀆰 １４） （－５􀆰 ８５） （－４􀆰 ９２） （１􀆰 ３９）

ｌ􀆰 ｌｎｗｘｐ＿ｑｕａｌｉｔｙ
－３􀆰 ３０８５６３∗∗∗ ０􀆰 ０００２０９２

（－１３􀆰 ６０） （０􀆰 ０７）

ｐ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０１５３１７∗∗∗ ３０􀆰 ６３４５２∗∗∗ －１􀆰 ０１８２５７∗∗∗ ０􀆰 ００６５３０６∗∗∗ ０􀆰 ００４５２９８ ０􀆰 ００６５３４４∗∗∗

（－７􀆰 ２５） （１３􀆰 ２２） （－７􀆰 ３５） （－５􀆰 ８６） （０􀆰 １５） （２􀆰 ９４）

ｌ􀆰 ｌｎｗｘｔｆｐ－ｌｐ
１􀆰 ０１８４０８∗∗∗ －０􀆰 ００１３０６∗∗∗

（１７􀆰 ０６） （－２􀆰 ５７）

ｔｆｐ－ｌｐ
０􀆰 ９１１０６９∗∗∗ ０􀆰 ９１６５０２８∗∗∗ －８􀆰 ８􀆰 ６５３３∗∗∗ ０􀆰 ００１２９０６∗∗∗ ０􀆰 ００１２９０∗∗ ０􀆰 ０１３７５１∗∗∗

（２８􀆰 ７０） （２８􀆰 ８６） （－１５􀆰 ７４） （２􀆰 ４４） （２􀆰 ４４） （２􀆰 ８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 ４７７１２３∗∗∗ ０􀆰 ５３０３８３８∗∗∗ ０􀆰 ５２３６５３２∗∗∗ －０􀆰 ００１６０７９ －０􀆰 ００１６１１２ －０􀆰 ００１６６７５

（４􀆰 ７５） （５􀆰 ３２） （５􀆰 ２４） （－０􀆰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９１）

ｋｌｒ
０􀆰 ２２０５４６６∗∗∗ ０􀆰 ２４０１０９３∗∗∗ ０􀆰 ２０５７２２４∗∗∗ －０􀆰 ００３８５２∗∗∗ －０􀆰 ００３８５４∗∗∗ －０􀆰 ００３８３３∗∗∗

（５􀆰 ６９） （６􀆰 ２３） （５􀆰 ３２） （－６􀆰 ２３） （－６􀆰 ２３） （－６􀆰 ２０）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１４４９７∗∗∗ －０􀆰 ０１４６４７∗∗∗ －０􀆰 ０１４８９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９６８ －０􀆰 ００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００９６３

（－４􀆰 ４５） （－４􀆰 ５０） （－４􀆰 ５７） （－１􀆰 ０５） （１􀆰 ０５） （－１􀆰 ０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６８３７９ －０􀆰 ０５５１５３７ －０􀆰 １０７２３３５ ０􀆰 ００３１７０５∗∗ ０􀆰 ００３１６９７∗∗ ０􀆰 ００３２２０４∗∗

（－０􀆰 ８３） （－０􀆰 ６６） （－１􀆰 ３１） （１􀆰 ９６） （１􀆰 ９６） （１􀆰 ９９）

ｐｅｒＧＤＰ
０􀆰 ０００３７３２∗∗∗ ０􀆰 ０００３５２７∗∗∗ ０􀆰 ０００３５５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１８􀆰 ８５） （１８􀆰 ３７） （１８􀆰 ５５） （－４􀆰 ０４） （－４􀆰 ０２） （－３􀆰 ９４）

ｈｈｉ
１３􀆰 ７５３７２∗∗∗ －１３􀆰 ５４９０４∗∗∗ －１３􀆰 ４８８０５∗∗∗ ０􀆰 ０９３５９５５∗∗∗ ０􀆰 ０９３５８２５∗∗∗ ０􀆰 ０９３２５４８∗∗∗

（－４􀆰 ５１） （－４􀆰 ４５） （－４􀆰 ４４） （３􀆰 ０２） （３􀆰 ０２） （３􀆰 ０１）

常数项
－０􀆰 ３２０８２４９ －４􀆰 ９５４５５４∗∗∗ ６７􀆰 ９９４０９∗∗∗ ０􀆰 ６４００５１８∗∗∗ ０􀆰 ６４０３４４７∗∗∗ ０􀆰 ５５２４５４７∗∗∗

（－０􀆰 ５１） （－６􀆰 １５） （１８􀆰 １４） （７１􀆰 ０８） （６４􀆰 ２８） （１５􀆰 ６０）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３７２ ０􀆰 ０４１０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３

观测值 ３７０ ７４７　 　 　 ３７０ ７４７　 　 　 ３７０ ７４７　 　 　 ３７０ ７４７　 　 　 ３７０ ７４７　 　 　 ３７０ ７４７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效率选择目的在于降低产品生产可变成本， 离核心技术最近的核心产品由于生

产效率较为成熟， 因此效率提升主要作用于生产效率较低甚至利润转负的非核心产品

或非出口产品的成本降低， 以促进出口总销售额增长， 体现为扩大产品范围并降低产

品集中度。 质量选择目的在于通过进口高质量中间品等品牌化策略降低产品需求弹性以

增强产品竞争力， 作为代价需要增加固定生产成本。 这对于利润已转为负的边缘产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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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进一步增加固定生产成本无疑将更加无利可图， 因此质量创新手段主要作用于核心产

品， 体现为缩小产品范围并扩大产品集中度。 由于观测期普遍存在的低效率企业往往受

到一定融资约束 （李志远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时， 有限的资源难以

兼顾质量创新与效率提升两者创新投入， 同时如前文所述， 低效率企业难以通过质量创

新效应改善出口绩效， 因此最终会选择将有限的创新资源投入企业效率提升。

五、 稳健性检验

上述计量过程采取更改中介变量估计、 更换样本数据细分层面、 更改模型设定

和模型估计等方法以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通过以下两

种稳健性检验以尽可能减少内生性问题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首先， 选取外生变量技

术前沿差距水平作为面板门限效应回归门限变量， 从而控制门限变量内生性对模型

估计结果产生的潜在影响。 其次， 针对基准及中介效应回归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反向

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差分 ＧＭＭ 与系统 ＧＭＭ 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技术前沿差距、 质量创新效应与出口绩效门限效应回归

与国际前沿经济体的行业技术差距影响中国出口企业创新行为 （黄先海和宋学

印， ２０１７） ［３４］。 借鉴 Ｄｉｎｇ 等 （２０１６） ［３５］ 的方法， 本文选取前沿技术差距作为生产效

率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面板门限效应回归①。 首先， 将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ＣＩＣ） 的 ３７４ 个 ４ 位码中国制造业分类以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Ｒｅｖ􀆰 ３） 为中介

与北美产业分类体系 （ＮＡＩＣＳ） 匹配； 其次， 将 ＮＢＳ 数据库提供的基于 ＮＡＩＣＳ 分类

美国行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国际技术前沿代表， 使用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中国

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 ３ 年移动平均值衡量 ＣＩＣ 二位码行业技术前沿差距：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ｊｔ ＝ ｌｐｕｓ

ｊｔ ／ ｌｐ ｊｔ （１９）
正如表 ６ 和表 ７ 所示， 结果验证了我国出口企业质量创新效应的双重效率门限

质变， 技术前沿差距衡量的效率门槛值分别为 １４􀆰 ４１０ 和 ２４􀆰 ０３０。 远离技术前沿的

低效率行业企业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反而会抑制产品出口绩效。 效率水平跨越一定门

槛后， 准技术前沿企业产品质量创新效应更容易克服由 “竞争加剧效应” 增加的

成本负担。 前沿技术差距越小， 产品质量创新意愿越高。

表 ６　 面板门限效应检验与门限值

因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门限变量 门限模型 Ｆ 检验值
临界值

１０％ ５％ １％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ｌｎｗ×ｃ＿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单一门限 ２０３􀆰 ００ ３８􀆰 １６５８ ４１􀆰 ２８４６ ４７􀆰 ３４８３
双重门限 ９７􀆰 ９１ ３７􀆰 ２５４０ ４１􀆰 ８１７３ ５０􀆰 ９４７８
三重门限 ３８􀆰 ０８ ８９􀆰 ６８１７ ９９􀆰 １２９３ １０９􀆰 ０６６

门限值 ９５％置信区间

１４􀆰 ４１０ ［１４􀆰 ３７０， １４􀆰 ４９０］
２４􀆰 ０３０ ［２２􀆰 ３３０， ２５􀆰 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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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面板门限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０， １４􀆰 ４１０］
（２）

［１４􀆰 ４１０， ２４􀆰 ０３０］
（３）

［２４􀆰 ０３０， ∞ ］

ｌｎｗ×ｃ＿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９９３８２∗∗ －０􀆰 １３１６８７７∗∗∗ 　 　 －０􀆰 １７５３９３９∗∗∗

（－２􀆰 １０） （－２􀆰 ７９） （－３􀆰 ７２）

ｌｎｗ ０􀆰 １１５１０２３∗∗∗

（６􀆰 ６８）

常数项
１２􀆰 ３３２０５∗∗∗

（７５􀆰 ５９）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拟合优度 ０􀆰 １２２８ ０􀆰 １２２８ ０􀆰 １２２８
观测值 ３０ ６３９ ３０ ６３９ ３０ ６３９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 劳动力成本、 效率提升效应、 质量创新效应与出口绩效

为控制前述基准及中介效应固定效应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误差、 选择偏

差、 双向因果关系和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

（Ｄｉｆｆ－ ＧＭＭ） 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 （ Ｓｙｓ － ＧＭＭ） 两种动态面板模型回归，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差分 ＧＭＭ 估计及系统 ＧＭＭ 能够有效处理遗漏变量误差、 选择偏差、
双向因果关系和测量误差等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 Ｐｏｌｌｏ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３６］； Ｄｏｋｋｏ
ａｎｄ Ｇａｂａ， ２０１２［３７］）。 第 （１） — （２） 列汇报劳动力成本与出口绩效基准回归，
第 （３） — （４） 列汇报效率提升效应交互项回归， 第 （５） — （６） 列汇报质量创

新效应交互项回归结果。 六列回归结果 ＡＲ （１） 均为 ０ 且 ＡＲ （２） 均大于 ０􀆰 ０５，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值均大于 ０􀆰 ０５， 满足 ＧＭＭ 估计有效性标准。 结果表明， 控制潜在内生

性问题后，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于出口企业销售额增长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劳动

力成本上涨后， 出口企业总体上可以通过提升企业效率来促进产品出口绩效， 纠正

内生性后的企业效率门槛均值为 ７􀆰 １２７８０ 和 ７􀆰 ３８２１６， 然而提升企业产品质量依然

会抑制产品出口绩效， 验证了前述基本结论。

表 ８　 劳动力成本、 效率提升效应、 质量创新效应与出口绩效

变量
（１）

Ｄｉｆｆ－ＧＭＭ
（２）

Ｓｙｓ－ＧＭＭ
（３）

Ｄｉｆｆ－ＧＭＭ
（４）

Ｓｙｓ－ＧＭＭ
（５）

Ｄｉｆｆ－ＧＭＭ
（６）

Ｓｙｓ－ＧＭＭ

ｌ􀆰 ｌｎｗ 　 ０􀆰 ０８４７０５２∗∗∗ 　 ０􀆰 ０６０９４２９∗ 　 －０􀆰 ８０９４２８６∗∗∗ 　 －０􀆰 ７７８４５６６∗∗ 　 ０􀆰 ４５２４９１４∗∗∗ 　 ０􀆰 ２２６１６４８
（２􀆰 ９６） （１􀆰 ９５） （－３􀆰 ３７） （－２􀆰 ３８） （３􀆰 １０） （１􀆰 ３５）

ｌ􀆰 ｌｎｗ×ｔｆｐ ０􀆰 １１３５５９４∗∗∗ ０􀆰 １０５４５１∗∗

（３􀆰 ４０） （２􀆰 ２５）

ｌ􀆰 ｌｎｗ×ｃ＿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９４５４４６∗∗∗ －１􀆰 ３４２２３２∗∗

（－３􀆰 ２７） （－１􀆰 ９９）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ＡＲ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ＡＲ （２） ０􀆰 ３６１ ０􀆰 ２７８ ０􀆰 ２５６ ０􀆰 ０５５ ０􀆰 ４３６ ０􀆰 ４８４
Ｈａｎｓｅｎ ０􀆰 ３６１ ０􀆰 １１８ ０􀆰 １７３ ０􀆰 １２３ ０􀆰 １５０ ０􀆰 ０６４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纠正异方差后的 ｚ 统计值；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表示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１ 阶和 ２ 阶自相关检验值， 鉴于 ＧＭＭ 方法施加稳健标准误， 此处报告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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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　 论

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揭示，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不只是消极不利

的。 合理范围内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将刺激企业创新投入， 使其在现有约束下根据自

身条件采取 “先效率， 后质量” 的动态创新升级投入选择。 远离技术前沿阶段，
低效率企业选择效率提升路径， 通过扩展产品范围并分散出口产品集中度来探索出

口可能性边界以增加出口量， 最终促进出口销售总额增长。 效率水平跨越一定门槛

后， 效率提升边际效益递减， 准技术前沿企业会转而将有限创新资源投入产品质量

创新路径， 通过压缩产品范围并提高产品集中度来获取现有产品特别是核心产品新

利润增长点以刺激出口绩效增长。 本文阐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提高中国制造

产品品质， 需要以全面优先提升生产效率为质量基础支撑。 对仍处于远离技术前沿

阶段行业， 采取追赶导向性、 专向指导型产业结构偏向政策保护成长期创新型企业

通过追赶导向型模仿效应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水平， 以驱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倒逼创

新机制。 对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行业， 则应推进从追赶导向性、 专向指导型产业结

构偏向政策向竞争导向性、 复合协调型产业政策体系转型， 通过人力节约型技术进

步以增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质量创新效应。 因此， 在制定创新激励政策时， 首先，
应将个人所得税减负、 引进人才薪酬优惠、 成果转化递延纳税等纳入劳动政策调整

框架， 以释放科技人员劳动效率， 提高创新创业活力及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 其

次， 应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建设， 利用溢

出效应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再次， 持续优化企业研发设备采购、 “五险一金” 与职

工教育经费等税前抵扣上限及印花税与增值税等征收方案调整， 以点带面逐步深化

简政、 减税、 减费改革； 最后， 应稳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以促进出口企业竞

争导向性自主研发创新积极性， 强化我国全球生产网络系统性弹性， 实现中国制造

业企业倒逼型转型升级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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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黄先海， 诸竹君， 宋学印 􀆰 中国出口企业阶段性低加成率陷阱［Ｊ］􀆰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 ３９（３）：９５－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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